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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组织外交发展轨迹与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过程密不可分，依次经过 1971~1989
年自主学习阶段，1990~1996 年自主参与阶段，1997 年至今的自主创新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国际

组织外交发展路径。正是因为始终坚持自主性，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才能把握住国

内外形势的重要变化，不惧压力与困难，适时进入创新实践阶段。在经历了国际竹藤组织、上海合作组织、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三个不同类型国际组织的创制后，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在一贯坚持的自主性原则基础

上完成了大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创新实践过程，改变了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主导型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明显稀

缺局面。这些实践既代表了二战后大国国际组织外交发展的新特征，也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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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国际组织研究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研究议题，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相当长时间内

是推动学科学理思考和争论深入发展的动力来源之一，从单纯的功能描述到扩展开来研究国

际制度和规范对国家行为的塑造，国际组织研究自身经历了发展的辉煌。［1］然而，如果不论及

广义的国际制度和规范研究，而回归狭义的国际组织研究现状的话，应该说，目前国内外学界

的相关成果还是比较明显地集中于两类研究倾向和侧重的。其中一类研究是以具体案例，也

就是典型国际组织为重点，较少论及国际组织发展的一般性学理问题。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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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伊恩·赫德（Ian Hurd）［2］，沃尔克·瑞特博格（Volker Rittberger）［3］，以及国内学者于永达［4］

的研究。另一类研究则是侧重国际组织发展的一般性学理思考，同时并不过多研究某些具体

案例。这类研究又可细分为侧重国际关系视角和国际法学科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者代表学者

有克里夫·阿彻尔（Clive Archer）［5］、戴维·莱克［6］、王杰［7］，后者的代表学者有何塞·阿尔瓦雷斯［8］

和饶戈平［9］。

当然，鉴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历史不长，经验也并不丰富，所以专门以中国国际组织外

交为主题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国外学者的研究，除了著名学者江忆恩的代表作《社会国家》

以外，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就乏陈可数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以零散的论文为主，尚未形成

系统的专著，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也并未成为持续的研究热点问题。反而是在广义的国际制

度研究框架下，有些学者在近些年关于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比

如有关中国与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互动的研究，以及中国与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互动研究。［10］

然而，这些研究往往是从规范研究或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的解释，所选取的案例也

就侧重于考察中国与某一类型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互动。

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立足于对中国外交行为的分析，认为与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两类

不同的行为体打交道是中国外交的固有任务，只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和时代条件的局限，中国

的民族国家外交和国际组织外交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脉络，后者不仅落后于前者，而且表

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具体而言，本文认为，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经历了分别以学习实践、参

与实践和创新实践为主要任务的三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积累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期的国

际交往需要进而成为中国国际组织外交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其中，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进

入的创新实践阶段是当前中国外交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是丰富中国外交理论内涵和指导新时

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必然要求。

研究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首先要界定的一个概念就是何为国际组织外交，本文是从将

外交行为按照不同交往对象进行划分的视角展开的研究，因此“国际组织外交”是与“民族国

家外交”相对应的两个不同类型的外交行为。［11］至于“国际组织”概念本身，并不是本文的研究

目标。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学界对“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等概念的使用一直

是按照研究所需而各自有所侧重的。大体上有两种取舍标准，就研究对象涵盖的范围而言，

有的倾向于范围更宽的“国际制度”，有的倾向于具体的“国际组织”；就分析视角的侧重而言，

规范研究往往使用“国际机制”概念，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更多使用“国际制度”概念。然

而，这些区别基本是在概念外延上形成的，至于研究的核心内涵，“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

际制度”并没有实质性差异或者矛盾，因此概念的争辩也没有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重点，甚

至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又出现了向狭义的“国际组织”研究回归的现象。［12］

对比大国外交的历史经验不难发现，成熟的大国外交都是民族国家外交与国际组织外交

两个层面并行不悖的。仅从二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国际组织外交层面也不仅仅

是美国领导创建制度这一类路径，经济复苏后的西欧和日本其实是经历了另一类发展路径，

即在美国主导全球国际组织和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成功进行了主动创新地区国际组织和制度

的大国外交探索。因此本文认为，简单将中国定义为只能选择参与西方国际组织和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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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兴大国恐怕有失片面，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不仅具有自主性，而且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

征。根据本文的研究，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具体内涵实际上包括三种外交行为，其一是中国

参与和加入已有国际组织的外交行为，其二是中国与已有的国际组织接触并开展互动的外交

行为，其三是中国根据需要发起成立国际组织的外交行为。正是在具体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以上三个不同层面实施的外交行为过程中，本文发现了中国与二战后美国和西欧、日本等

大国不同的国际组织外交类型。

特别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创新实践发展到今天也经历了完整的过

程并且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可以被界定为大国国际组织外交的第三种路径。以中国第一次发

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 2016 年运营以来先后顺利实现了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

银行的合作项目为例，恰好证明了中国的国际组织创新实践已经获得前两类路径主导国的认

可，进一步丰富了二战后大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内涵。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发展历史的重新认识，说明其自主性

和突出特征，以此丰富学界关于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思考。

二、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历史与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大环境限制，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的确滞后于民族

国家外交的发展，直至 1971 年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中国才开启了真正意义

上的国际组织外交，此后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1~1989 年中国的国际组织

外交主要以学习现有国际组织的话语和行为规则为主，基本完成了对联合国框架下各个专门

机构的参与活动以及席位恢复。第二个阶段从 1990~1996 年中国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剧

变，主动扩展了国际组织外交的范围，重点是实现与联合国框架外的国际组织建立互动关系。

第三个阶段从 1997 年以后至今，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重点转向了创建适应自身和相关国家需

要的国际组织，并且取得了初步成绩，完整经历了大国国际组织外交发展到创新实践阶段的基

本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中国国际组织外发展过程的这种划分与目前学界多数研究的不同

主要也是由于本文主张从与两类不同交往对象的互动层面分别认识中国外交的结果。目前，

大多数学者对中国与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互动的历史基本是按照中国外交发展的大历史阶

段进行分期的，最常见的分期就是 1971~1978 年，1979~1989 年，1990~2001 年，2001 年以后。［13］

这样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历史任务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进程，虽然符合宏观历

史事实，但是本文认为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发展特征。原因有二：其一，中国自

1971 年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长期处于国际组织外交的学习阶段，1983 年前后出现与联合国专

门机构互动的高潮，至 1989 年冷战结束，中国已经完成了国际组织外交的量变阶段。没有 70

年代中国外交的学习和观察积累，也不可能实现 80 年代中国外交以充分的储备参与到联合国

各专门机构中去，因此这个二十年是中国国际组织外交一以贯之的自主探索过程，不能以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作为分水岭将其割裂，而应视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其

二，1990 年以来，中国国际组织外交沿着自主发展的进程开始形成自己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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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领域上向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外有所拓展，但是数量上并未大幅增长，而是以向全球覆盖和

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方向做出了重要努力，比如，中国 1990 年加入了里约集团，1991 年和 1994

年分别成为美洲开发银行和拉美一体化协会的观察员，1995 年加入南方中心，1996 年加入全

面禁止核试验组织筹备委员会。这些做法都是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具有自主性的表现，而非被

动应对西方世界压力的选择，因此本文也没有采纳有些学者将 1990 年冷战结束到 2001 年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个阶段的划分方式。的确，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被

视为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标志，但是就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自身发展来看，

2001 年并不足以成为一个分水岭，早在 1997 年前后，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自主发展已经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14］核心特征是中国开始主动创建国际组织，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受邀）成为一

些国际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因此本文认为，1997 年以后中国国际组织外交进入积极探索创新

实践的新时期，2016 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顺利运营可以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期间，中

国先后主导了国际竹藤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三个典型国际组织的创

制，分别代表了从“响应联合国宗旨”，到“维护地区安全”，再到“倡导互联互通”的大国创建国

际组织典型途径，说明中国具备了大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基本要素，并且取得了国际认可。

具体而言，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发展是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但是又坚

持着一以贯之的自主性原则的。

（一）1971~1989年在“自主学习”中完成量变积累

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是适应恢复联合安理会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的战略需要，

以学习和了解国际组织外交的话语和行为规则为主要任务，带有被动参与的特征，［15］并且主

要的国际组织外交对象基本都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统计，除联合国框架下的各类专门组织

外，这一时期中国还加入了国际刑事警察组织（1984 年）、世界能源理事会（1983 年）、世界气象

组织（1972 年）、世界经济论坛（1979 年），基本做到了议题领域的全覆盖，符合中国的大国身份

和发展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身份，与国际组织相关的互动

压力和挑战对于当时的中国外交来说并不强烈，因此中国的独立主张也并未形成，在国际组

织外交层面尚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即使已经加入了诸多领域的国际组织，中国参与组织活

动的水平还非常低，有些是因为尚未熟悉相关领域的专业规范标准，有些则是并不具备参与

组织活动的实际话语权和投票权，归根结底与中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相关知识以及

人才储备的匮乏有着必然关系。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自主性，事实上

这一阶段中国外交面临的紧迫任务和巨大压力也在转化成学习的动力，并且逐步表现出了自

主性，这一点通过中国与联合国专门机构互动过程中的大国地位基本是在 80 年代就发生了由

虚到实的迅速变化可以得到证明。在联合国所有 33 个专门机构中，除了不属于国际组织性质

的 11 个下属委员会以及 2003 年才成立的世界旅游组织，中国在其余 21 个国际组织中有 13 个

是在 70 年代恢复席位，5 个是从 1980 年开始参与组织活动，另有 3 个最晚参与活动的组织分别

是 1981 年加入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84 年加入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 1986 年正式提出恢复缔

约国地位的关贸总协定。中国加入的所有 21 个国际组织中有 8 个在 70 年代，11 个在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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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完成了对组织活动的实质性参与，仅有国际电信联盟和关贸总协定两个组织，中国囿于经

济发展水平无法在这一时期实现深入的参与。①

可以说，20 世纪 70 年代初随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恢复，的确带来了中国国

际组织外交的量变激增，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被动等待国际形势和国家实力的有利变化，而

是从一开始就主动寻求在各类国际组织中发挥实际作用，并且在 80 年代中期就基本具备了在

联合国框架下世界主要国际组织中的实质性参与权，包括与国际组织的常规联络、出席会议、

签订条约、认缴股份，等等。这说明，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国际组织大国，拥有

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投票权，②当然，囿于当时的冷战两大阵营对峙形势和中国有限的综合实

力，中国在大多数国际组织中的决策权和影响力还十分有限，整体上在民族国家外交和国际

组织外交层面，中国还不具备真正的强国地位。

（二）1990~1996年突出“自主选择”的实质性参与

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主题发生转变，要切实服务于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民族国

家外交与国际组织外交的重要性同时凸显出来。就国际组织外交而言，中国政府不仅大大拓

展了参与的范围，加深了参与的程度，而且发展出不同于发达西方国家的大国外交特征，充分

说明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是在一以贯之的自主性原则指导下稳步推进的。

所谓拓展参与范围，一方面是指突破了联合国的框架，例如 1991 年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

确立了与东盟的“10+1”合作机制，1992 年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创始成员国，

1994 年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创始成员国，1995 年加入南方中心，1996 年成为亚欧会议和中亚

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同年加入国际清算银行。另一方面，拓展范围也表现在地

理上中国政府积极发展了与全球几乎所有地区组织的合作关系。例如，1990 年中国与里约集

团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1991 年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的观察员国，1992 年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

察员国，1994 年成为拉美一体化协会的首个亚洲观察员国。所谓深化参与程度，主要表现为

中国不仅有效履行了作为国际组织成员或者合作伙伴的权利义务，而且开始进入国际组织决

策层，拥有话语权和参与规则制定或者实施的权利。例如，1992 年以来，中国出席了不结盟运

动的历次首脑会议和协调局部长级会议，1994 年中国开始主动向七十七国集团提供资金，

1996 年中国成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的首批成员，1996 年以来中国还一直担

任着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执行董事，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均未达到真正意义的强国水

平，冷战刚刚结束后的严峻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对中国外交也带来巨大的挑

战，直到 1996 年中国经济顺利实现“软着陆”，并且通过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后，中国外

交面临的国际环境才逐渐走向宽松。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在这一时期表现出的

① 本文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国家和组织”—“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相关资料统计整理 . 外交

部，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1966/jbqk_681968/，2019-12-25.

② 随着近几年学界对国际组织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关于民族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和投票权力概念区分，

非常有助于理解国际组织外交层面何谓大国的地位描述。黄薇 . 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计算——以 IMF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

为例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6（12）：18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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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远见恰恰是其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独特路径。中国不仅没有因为形势的压力而放

缓国际组织外交的步伐，反而冲破西方发达国家的障碍，拓展和深化与发展中地区国际组织

的联系，事实上也就为下一阶段中国在国际组织外交层面积极开展创新实践，努力发出中国

所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做好了铺垫。

（三）1997年以来积极探索“自主创新”实践

1997 年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稳步提升，国际组织外交层面已经开始了创新实践的

探索，主要目标是为中国争取话语权和行为规则的解释权、制定权。寻求突破的动力与中国

政府面临的压力是相称的，因此，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创新实践主要源起于联合国人权机制

和东亚经济合作两个领域。

1997 年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10+3”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从此探索出了区域合作以小国为

主导的独特东亚模式。二十年来，东亚地区合作不仅以其“重进程、轻结构”的低制度化水平

证明了区域合作的另一种有效途径，而且可以说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突破重重压力，最终

获得国际认可的一系列外交工作的中心舞台，是民族国家外交和国际组织外交并重的舞台，

二者相辅相成，收效明显。

20 世纪 90 年代也是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外交中由被动应对西方压力到主动争取话语权的

重要时期。1991 年中国不仅通过《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提出了“生存权”的人权主张，而且

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新增的 10 个席位全部分配给了亚非拉发展中国

家，首次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的整体优势。［16］此后经过中国的不懈努力，

200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60/251 号决议案，宣布建立新的人权理事会取代原人权委员会，直接

隶属于联合国大会，成员国数量由原来的 53 个减少为 47 个，并遵循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做出调

整。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不仅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席位，而且取消了西方国家长期借以向中

国施加压力的人权国别提案。中国不仅成功连选连任新理事会的成员国，而且顺利通过了

2009 年和 2013 年人权理事会的两轮普遍定期审议，获得国际人权机制的肯定。这种巨大转变

无疑得益于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创新实践，而熟悉机制规则和顺应人权领域国际互动的

现实需要则是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实现创新的成功关键。

基于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不难看出，无论是 1971~1989 年第一阶段的艰

难积累，还是 1990~1996 年第二阶段的稳步拓展，抑或是 1997 年以来第三阶段的积极创新，无

不得益于中国国际组织外交一贯坚持的自主性原则。自主性原则不仅确保了中国国际组织

外交在国际形势尚未有利于中国的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重要的量变积累，更给冷战后 90 年代

初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大胆拓展提供了坚强支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过渡的第二阶段

之所以只有短短的六七年时间，恰恰也是因为始终推动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发展的自主性原则

在发挥作用，中国政府才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做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判断，积极开始创

新实践的探索，实现了二战结束以来大国国际组织外交的重要突破。

三、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创新实践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推动的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是一以贯之的努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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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且表现出不同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创新实践的特征，更多的是对美国主导的

全球层面国际组织体系的一种补充，同时也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欧、日本的地区性国际组

织创新实践有明显不同，主要是依托后发现代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以它们的发展诉

求为核心目标的。回顾二战后大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发展历史，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

来所完成的探索不仅获得了国际体系的认可，而且具有非常突出的典型性，可以视为继美国

主导和西欧、日本主导之后的大国国际组织外交第三种路径，既没有挑战战后世界秩序的整

体设计，同时又避免了大国资源与权力优势并重给国际组织外交发展带来的困境，是对战后

世界政治经济制度框架的积极补充。

表 1 战后大国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的典型路径

主导国际组织创新

实践的时期

代表性国际组织

组织成员范围

组织目标及行动

组织结构

美国

二战后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关贸总协定

全球性

战后世界秩序

大国贡献与大国优先

西欧、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

欧共体、亚开行

地区性

地区发展

大国贡献与大国优先

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

国际竹藤组织、上海合作组

织、亚投行

地区性

发展中国家集中地区的发展

大国贡献与平等对话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创新创制过程充分结合了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既要遵

循大国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的基本规律，强调中国自身对组织目标实现的贡献，又突破了

美国和西欧、日本主导国际组织外交创制过程中大国权力优势造成的困境，坚持成员间平等

对话的原则。之所以能够兼顾大国贡献与平等对话的原则，其实与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发展

历史有着必然的联系，不仅符合中国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坚持自主发展国际组织外交的历史

经验，而且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涵。同一时期开始运行的国际竹藤组织和东

亚地区合作“10+3”机制都是中国外交在坚持“韬光养晦”“不结盟”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对后冷

战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势予以准确判断的结果。换句话说，创新实践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成为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重点并不是断续实现或者谨慎保守的实验性探索，而是从“经济议

题”到“安全议题”，从“地区外参与”到“地区内创制”的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战略性安排。1997

年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后来上海

合作组织发展中孕育出的“上海精神”就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理念，是对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基本

原则的一种高度概括，［17］也是因为秉持这样的原则，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虽然也是

大国主导，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特别是立足于中国所在的地区，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

求，兼顾了中国贡献与成员间平等对话的原则。

首先，开始于 90 年代中期的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充分结合了中国所在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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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现实资源，成员间在组织目标议题领域上的合作性远超过竞争性，同时又缺乏合作机

制，因此中国的国际组织创制倡议能够得到有效回应。其次，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

都是以充分实现联合国框架下的和平与发展目标为宗旨和活动内容的，与现有国际制度安排

不存在外部竞争性。［18］尽管也有来自外部的压力，但是并不足以形成组织运行的障碍。最后，

中国在所主导的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中并不具备相对于其他成员的力量优势，而是强调中

国作为国际组织创制国的贡献和成员间平等对话的原则。中国在倡议成立新的国际组织时，

在组织目标领域都与成员国具有同样的发展、安全、繁荣压力和需要，寻求国际组织框架下的

合作而不是依靠民族国家外交途径成为恰当的选择，因此中国政府才启动了相应的国际组织

外交创新实践。

具体而言，中国是在创建国际竹藤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过程

中，由经济议题过渡到安全议题，由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渐进到涵盖全球范围内不同发展水平

的成员，顺利实现了大国主导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的完整阶段。

（一）国际竹藤组织

1997 年 11 月成立的国际竹藤组织（INBAR）作为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全球性政府间国

际组织，是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探索国际组织创新实践的一次重要尝试。1997 年是中国国际

组织外交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新起点，中国在国内经济和地区经济上表现出的生命力为中国外

交赢得了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在积极参与以东南亚联盟为主体的东亚

地区合作过程中，也在逐步实现着国际组织外交中参与实践层面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参与被

视为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推动力量。本文认为，中国在同一年成为国际竹藤组织

的创始会员国也并非偶然，而是从东南亚地区的实际发展环境出发，响应联合国“消除贫困”

和“可持续发展”的千年目标，在大国国际组织外交层面进行的自主创新实践尝试。

国际竹藤组织的前身是 1984 年开始运行的非正式竹藤组织，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DRC）赞助，并得到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的支持。1997 年发起成立国际竹藤组织

时，九个创始成员国中仅有加拿大一个发达国家，除中国、秘鲁和坦桑尼亚之外，另外五个成

员就是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缅甸、尼泊尔、菲律宾。作为成立国际竹藤组织的内部条件，这

些成员国的相似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促使其在开发竹藤资源和形成贸易网络方面产生

了国际合作的共同基础。如果从外部条件来看，选择这样的合作领域则在三个层面表现出充

分的合理性：一是因响应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而获得的国际支持；二是以中国因亚洲金融

危机中的负责任表现而获得良好声誉为契机，主动做出对地区经济乃至全球发展的更多贡

献；三是选择在并非战略资源的经济领域开拓创新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能够获得宽松的地区

环境，也是当时的中国探索大国国际组织外交尤其突出的客观需要。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中国外交刚刚打开新局面，民族国家外交和国际组织外交两个领域

都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而民族国家外交又更受关注的形势下，发起成立国际竹藤组织作为

中国政府在国际组织外交领域开启自主创新实践阶段的第一步，其长远意义也因此凸显出

来。国际竹藤组织成立后，一方面将中国作为亚洲最大产竹国和最早开发竹资源的大国的产

业优势积极用于推动国际合作，在促进竹藤产品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健全方面做出了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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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从 2003 年开始，国际竹藤组织一直致力于推进竹藤商品海关编码，截至 2017 年，共有

26 个单列的竹藤编码正式生效和应用于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竹藤组织也致力于竹藤资

源相关知识的生产和信息发布，不仅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

合作发布了《全球竹藤资源框架研究报告》，还在 2015 年启动了全球竹藤资源评价项目

（GABAR），旨在促进世界对竹藤资源分布与本底的认知，帮助成员国保护和有效利用竹藤资

源。［19］另一方面，国际竹藤组织还与全球 150 多家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包括欧盟、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或者项目合作伙伴关系。虽然是成立仅 20 年的年轻国

际组织，国际竹藤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却不容忽视，2017 年 12 月，国际竹藤组织正式成为联合国

大会的观察员，也是联合国 100 个观察员中唯一一个以某种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为宗旨的

国际组织。这些实际成果与国际认可度充分说明了中国在大国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中的

首次探索与尝试是成功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际竹藤组织的成员国已经增长到 46 个，

成为联合国框架下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

如果说，创建国际竹藤组织对于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经验尚且局限于专业技术领域和主

要在发展中国家间达成共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

践实现了质的飞跃，不仅在地区安全的高级政治领域实现突破，获得了全球战略大国的直接

参与或者承认，而且将合作领域逐步“外溢”到经济和社会人文等领域，符合区域合作指向“一

体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当今亚洲地区事务中的关键国际组织之一。

（二）上海合作组织

2001 年由“上海五国”机制发展而来的上海合作组织具有更为突出的“质变”意义，中国创

制的国际组织不仅由以发展为主题的低级政治领域上升到以安全为主题的高级政治领域，而

且由世界政治格局中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主导，同时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

的西方大国认可。上海合作组织从最初的探索到目前的发展，始终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组织外

交层面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从 1996 年以解决传统安全议题为宗旨的“上海五国”机制，到 2001

年正式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准确判断了 21 世纪世界发展面临的严重威胁，再到 2018 年青

岛峰会赋予了“上海精神”国际关系一般原则的意义，年轻的上海合作组织事实上已经经历了

国际组织生命周期中两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其中，第一个是“成立阶段”，即组织创制并获得

外部认可。第二个是“成长阶段”，标志性成果是组织议题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以

及组织成员范围的扩大。2018 年青岛峰会之后的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则可以说是进入了国际

组织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创建于 1996 年 4 月的“上海五国”机制，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为了共同的地区安全目标，本着相互尊重、开放和信任的

原则启动了每年一次的领导人会晤模式。应该说，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这五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这种合作尝试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并不引人注目，不仅涉及的议题领域窄、会晤

的频次低，而且当时的这五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与西方工业强国主导

的国际组织不同，“上海五国”没有设定议题领域和目标，而是更加强调成员国之间的平等对

话作为合作的前提，在对话的过程中，随着问题的解决而扩展议题。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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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强国 G7 集团的运行机制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很快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吸引力。

2001 年 6 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纽约发生“9 · 11”恐怖袭击之前三个月就确定了“反对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组织目标，“首次提出并从法律上明确指出了关于国际

恐怖主义的定义。这一定义延续至今。而在此前，包括联合国在内，世界上没有一个组织能

够做到这一点”。［20］上海合作组织对当时世界政治经济面临的严峻问题能够做出如此准确的

判断，是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创新实践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说明中国国际组织外

交此前的经验积累是有益的，坚持的自主性原则是积极有效的。

因为有中国和俄罗斯两个“特殊”成员，上海合作组织从成立之初就备受外界的质疑，要

么抹黑它是大国推行地区霸权的工具，要么嘲讽它实际影响有限。但是，十几年来无论国际

格局经历怎样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俄两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在这期间也几经起伏，上

海合作组织始终严格遵循打击“三股势力”的地区安全目标，以及成员间完全平等对话的合作

机制，充分说明了它作为国际组织的基本属性，既不是大国的政治工具，也不追求成员国无法

达成共识的目标，完全是“一个高度务实和利益驱动的组织，而非意识形态的产物”［21］。

从 2001 年成立到 2017 年首次接受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新成员，上海合作组织在应对复杂

变化的国际形势过程中完整表现出了“国际组织”的三个核心要件：成员（membership）身份的

明确；共同目标与持续活动（aims and activities）；组织结构形式（structure）的发展完善。①2018 年

青岛峰会后的上海合作组织事实上进入了国际组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即“成熟阶段”。“上

海精神”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国际认可，上海合作组织促进成员间平等对话和实质性合作的有

效性也会得到较大提高。然而，国际组织进入成熟阶段并不意味着组织目标的实现会一帆风

顺，成员间合作的成本降低是在成员国必须严格遵守国际组织相关规则前提下才会产生的收

益，成员间的分歧和争端也只有纳入国际组织规则框架下进行解决，才可能控制损失。

如果说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中还只是代表了组织目标和成员范

围非常有限的一种尝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和运行则标志着中国在二战后被西方

大国事实上垄断的国际金融领域也完成了创制国际组织的实践，顺利实现了对当今世界政治

经济运行制度框架的有益补充。尤其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中国在这次国际组织创新实践中提

供的经验是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形成以来从未有过的，中国证明了由发展中国家创

制，并且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组织不仅符合世界发展的需要，也完全可以打破“强国必

霸”的西方逻辑。

（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制与前两个国际组织的成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重要区别。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成立亚投行的倡议时，中国政府充分重视地区合作伙伴，特

别是周边邻国的合作意愿，主动承担更多义务的同时又将平等对话原则始终放在首位，这可

① 在国际组织一般性理论研究中，关于国际组织基本概念和组成要件的争议始终存在，但是普遍认可的三个要件

即：成员、目标、和结构。本文认为，2001~2017 年间的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过程即完整实现国际组织必备要件的“成长阶

段”。Clive Arc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4th edi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PP.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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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是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中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无论是

国际竹藤组织以中国的竹藤资源开发优势，上海合作组织以中国的维护地区安全承诺，还是

亚投行以中国的资本和基础设施技术优势，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都体现了充分的自

主性和大国担当。

与此同时，亚投行的成立又表现出不同于前两个国际组织创新实践的突出特征，表明中

国在国际组织外交层面已经进入“大国外交”阶段。具体原因有三：一是亚投行成立时国际政

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重要变化，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主

导世界秩序的局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国家得以在世界政治经济决策中发出一定的声

音。二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 2010 年以后世界经济排名的变化而首次来到新的历史阶段，对

世界政治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不仅逐步成为中国外交战略规划的题中之义，也越来越多地成

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客观需求。三是在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对中国的发展提出的明确战略目

标和蓝图中，对地区安全与繁荣、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目

标。基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两次经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

成立其实是中国政府始终奉行的大国责任担当的最好证明。无论中国自身实力如何，无论国

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与否，中国一直积极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并且在民族国家外交和

国际组织外交层面同时不遗余力地做出中国的贡献。

2016 年以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顺利运营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国这

种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一方面，亚投行作为一种区域性国际金融合作机制与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机制并不冲

突，与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也不构成竞争关系。亚投行是一种区域性和专门性的制度设

计，是有效弥补亚洲地区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的一种国际合作安排，这种互

补性恰恰是源于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参与东亚地区合作中的国际组织外交以来都一贯秉持

的自主性创新实践原则。尤其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大国都在主动调整政策，力图有效应对世界经济转型带来的风险和变

革。与特朗普执政后的美国日益追求经济民族主义、破坏多边国际规则不同，［22］中国在对外

部世界持续开放的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从全球治理的外围国家逐步成

长为核心国家之一。［23］作为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新成员，中国推动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大胆打破了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投票规则中的“一票否决权”，采取了充分体现成员国主权

平等原则的加权表决制。［24］亚投行的总投票权由基本投票权（占 12%，由全体成员平均分配）、

股份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每国 600 票）组成，［25］充分兼顾了效率与公平，表现出中国在新

形势下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中的勇气和智慧。

另一方面，亚投行自 2016 年正式运营以来先后实现了与全球范围内几个主要开发银行的

合作，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并非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而是加深与现

有制度安排之间合作的努力，是“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

伴关系网络”的重要探索，因此也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统计表明，

2016 年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亚投行已经启动了 63 个融资项目，不包括 7 个平台性质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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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①，其余 56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有 27 个是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项目，包括世界银行

（16 项）、亚洲开发银行（6 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 项）、欧洲投资银行（1 项）、国际金融公司

（IFC，1 项）、韩国东南电力公司（1 项），亚投行在项目中持有的资金比例均不超过 50%。在所

有 56 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仅有 19 个项目是亚投行出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 50% 的，并且，这

些项目的融资合作方均是项目所在国的企业或地方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 56 个项目

中，还有 7 个项目是所在国政府和企业完全主导融资的类型，这也充分说明了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作为一种新型国际金融组织，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为合作机制动力基础的，是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创制创新实践的核心特征之一。

综上所述，从 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国际竹藤组织、探索上海合作组织的平等对话机制，再到

2013 年倡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整体现了中国在大国国际组织外交层面的自主创

新实践过程。正是基于国际组织外交层面一贯坚持的自主性原则，中国政府才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压力重重和中国自身发展的关键时期果断作出国际组织创新实践的战略

选择，并且沿着经济发展—地区安全—亚洲繁荣的议题领域不断实现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诉

求。中国追求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的过程侧重于倡议国对新型组织的贡献、强调参与国的

平等对话机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些都是不同于二战后美国、西欧、日本主导的大国

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特征。作为后发现代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代表，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克服的压力和面临的挑战是其他西方大国从未经历过的，能够完成

国际组织创新实践的探索，充分说明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始终奉行自主性原则，具有明确的

战略规划，是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制度安排的有益补充。

四、结论

本文通过简要回顾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发展进程，做出了不同于现有研究主流观点的判

断，认为中国发展国际组织外交不是被动应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压力的滞后选择，而是适

应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自主探索过程，并且最终形成了不同于美国主导和西欧、日本主导的

第三种大国国际组织外交创新实践路径。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创新

实践代表了以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为主要目标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外交类型，是继美国主导的

“全球性国际组织外交”和西欧、日本主导的发达国家利益优先型“地区性国际组织外交”之

后，由中国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利益优先型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外交”，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重要内涵。中国的国际组织创新实践是对当今世界秩序良好运转的有益制度补

充，是推动国际组织框架下国家间合作的积极探索，非常值得予以更多的理论总结和深入研

究。我们也注意到，国际竹藤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投行所代表的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创

新实践仅仅属于地区性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创新创制层面，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无论在理论

① 分别是：2017 年 9 月启动的“国际金融公司新兴亚洲基金”、2018 年 12 月启动的“亚洲环境、社会、政府提升信贷

管理投资组合”，2019 年 7 月启动的“亚洲投资基金”和“基础设施私人资本流动平台”，2019 年 8 月启动的“亚洲气候债券

组合”，2019 年 11 月启动的“苏西亚洲能源过渡基金”，2019 年 12 月启动的“中信资本泛欧亚基金”. 亚投行官方网站“项

目”列表 . https：//www.aiib.org/en/projects/approved/index.html，201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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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还是实践运行方面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在坚持自主性原则的基础上持续开拓

创新。

参考文献

［ 1 ］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 .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和争鸣［M］.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6.

［ 2 ］ Ian Hur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olitics，Law，Practice，third edi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

［ 3 ］ Volker Rittberger，Bernhard Zangl，Andreas Kruc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M］.Palgrave，2nd，2012.

［ 4 ］ 于永达 . 国际组织（第二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 5 ］ Clive Arc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M］.Routledge，4th，2014.

［ 6 ］ 戴伦·霍金斯，戴维·莱克 . 国际组织中的授权与代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7 ］ 王杰 . 国际格局与国际组织［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8 ］ 何塞·E. 阿尔瓦雷斯 . 作为造法者的国际组织［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 9 ］ 饶戈平 .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实施机制的发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0］ 秦亚青 . 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田野 . 中国参与国

际合作的制度设计：一种比较制度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熊李力 . 专业性国际组

织与当代中国外交：基于全球治理的分析［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11］ 杰夫·贝里奇，艾伦·詹姆斯 . 外交辞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 Thomas Sommerer，Jonas Tallberg. Transnational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950-2010：A New Data

Set［J］.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 18，No. 2，2017，pp.247-266.

［13］ 王逸舟 . 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多视角透视［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张洪贵 .

国际组织与国际关系［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田野 . 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一种比

较制度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4］ 王逸舟 .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5］ 朱立群 .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J］. 外交评论，2011（1）. 朱立群，聂文娟 . 从结构—施动者

角度看实践施动——兼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动性问题［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2）.

［16］ 范国祥 .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国别人权［J］. 人权，2002（2）：55.

［17］ 王逸舟，谭秀英 . 中国外交六十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77.

［18］ 刘玮 . 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9）：88.

［19］ 国际竹藤组织官方网站 .https：//www.inbar.int/cn/guanyu-guoji-zhuteng-zuzhi/#6，2019-08-18.

［20］ 拉希德·阿利莫夫 . 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发展和前景［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1］ ORESMAN M. Catching the Shanghai Spirit［J］.Foreign Policy，Vol.3，2004，pp.78-79.

［22］ Douglas A. Irwin. The False Promise of Protectionism：Why Trump's Trade Policy Could Backfire［J］.Foreign

Affairs，Vol.96，No.3，2017，pp.45-56.

［23］ 徐秀军 . 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9）：79-80.

［24］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五章）.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basic-documents/_download/ar⁃

ticles-of-agreement/basic_document_chinese_bank_articles_of_agreement.pdf，2019-05-29.

［25］ 罗杭，杨黎泽 . 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与投票权力——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J］. 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8（2）：138.

〔责任编辑 李英武〕

2020 年第 2 期
总 第 148 期

No. 2， 2020
Total No.14870



ABSTRACTS
Thirty-year of APEC and New Strategic Thinking o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LIU Chen-yang CAO Yi-lun ·3·
Abstract：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APEC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cooperation in various areas. With the evolu⁃

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 in the world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have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APEC. APEC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make a new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a new era. As the
first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at China joined，APEC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enefits to China. Looking
ahead，China should reposition the role and functions of APEC，and make i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n open world economy，as well as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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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AFTA to USMC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Hegemony Dominated North American Integration
WANG Cui-wen ·19·

Abstract：Marked by the signing of the U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has
been replaced by a new reg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and North Ameri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has entered into the USMCA era. At the regional lev⁃
el，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North Ameri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dicates a realist logic，that is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determines the process and patter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the asymmetric power distribution defines the center-peripheral axial. The US-centered bilateralism cooperation directly leads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the structure of hegemonic dominance has engendered the endogenous deficiencies of the regional institu⁃
tional structure；the area，scope，and depth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depend on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hegemony. Regional cooperation will be
fraught with uncertain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gration and anti-integration forces. At the global leve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negotiating NAF⁃
TA aims to restructure the world through regulatory adjustments，agenda-setting，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gotiation tactics. The US wants to reshape
the world in ways favorable to American interests by abandoning the liberal element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The global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sys⁃
tem fac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terms of principles，norms，rules，and procedures.

Key Words：NAFTA；USMCA；Hegemony；Institution；North America Regionalism；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Russian Appeal and Internal Challenge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Polar Silk Road" YUE Peng ·32·
Abstract：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lar Silk Road" has long-term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China. Russia has initiated an invitation to

China. The ultimate reason is that it hopes to use China's power to enhance its ability to operate in the Arctic region. The European renewable energy
revolution has greatly reduced its dependence on Russian energy；Faced with U.S. and European sanctions，Russia hopes that China will fill the status and
role of European countries in Arct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and Russia also hopes to join hands with China to fight for the initiative in formulating fu⁃
ture Arctic mechanisms. For China，there are also four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Polar Silk Road". They are
actively develop enthusiasm and backward software & hardware conditions，short-term economic benefits and long-term strategic interests，the relative in⁃
come of the region and the absolute income of the country，the higher interest appeal of China and the limited cooperation position of Russia，and the
main methods for resolving contradictions is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Sino-Russia Arctic cooperation positioning and orderly upgrade software and
hardware conditions，combine inviting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creasing of the types of goods exported to
Russia and Europe，China should combine integrating domestic port forces and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borrowing from the sea" ，and China should
combine deepening Sino-Russian strategic mutual trust and expand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Nordic countries.

Key Words：Polar Silk Road；Belt and Road；North Sea Channel；Russian Appeal；Internal Challenge；Sino-Russia Mutual Trust

Asia-Pacific First：Analysis of American Asia-Pacific Leadership Strategy LING Sheng-li ·45·
Abstract：Based on the need for global hegemony maintenance，the United States attaches increasing importance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rough⁃

out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Asia-Pacific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the US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hich clearly reflects the "Asia-Pacific First" in America's global strategic layou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US Asia-Pacific
Leadership Strateg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generally continued this trend. In terms of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the US pays attention to factors such a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trategic value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hanges in the regional power struc⁃
ture，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security situation，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order adjustment. In terms of strategic interests，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advantages of itself in the political，economic，and security fields. In terms of strategic resources，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strength of itself，its allies and
partners，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systems，as well as the authority of itself. A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America has adopted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strategic investment and strengthening alliance relations. However，the US Asia-Pacific Leadership Strategy also faces many restrictions，and
whether it can achieve a strategic balance is much crucial. Based on the maintenance of Asia-Pacific leadership ，the trend of America's tough strategy to⁃
ward China will be difficult to chang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and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ill
be more intense.

Key Words：Asia-Pacific Region；Asia-Pacific Leadership；Asia-Pacific First；Sino-US Relations；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iplomacy：History，Development，and Innovation LI Xiao-yan ·58·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iplomacy keeps along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China's Permanent Membership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uncil. After the restoration，Chinese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the autonom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iplomacy and adap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re are three stage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iplomacy including autonomic
study of 1971-1989，autonomic engagement of 1990-1996，and autonomic innovation since 1997. Based on the autonomy，China entered the innovative
stag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iplomacy since the mid-to-late 1990s and completed the whole process of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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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hat the other Powers have explor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aking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Bamboo and Rattan ，the Shanghai Coopera⁃
tion Organization，and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s three innovative establishment，China changed the situation of scarcity of regional inter⁃
national organizations dominat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is not only the new phas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iplomacy after World War II ，but
also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the diplomacy of great power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China's Diplomacy；Autonomy；Innovative Practice；Regional Organization

Symbiotic Security：New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Goods Supply CHENG Ming LIU Xue-lian ·71·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safe public goods usually holds that in the supply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especially in the security field，he⁃

gemonic countries and glob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ar the primary supply responsibilities，and the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the logic of "hege⁃
monic stability theor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hegemonic countries will provide necessary public product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in⁃
ternational system. As the leader of the hegemonic countries and glob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can escor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regional security. However，this is not the case. This hegemonic supply thinking embodies a kind of "parasitic" logic. As a result，the safety public goods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are more similar to a "club product" or an individual product. This individual behav⁃
ior based on hegemony not only fails to mainta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hegemonic supply model ，but is also vulnerable to the effects of US national in⁃
terests and strategic adjustments，resulting in supply shortages，or disrup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ther supply models. At present，this hegemonic thinking
can no longer meet the thinking needs of multi-level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the worl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ulti-polarization ，it is urgen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contradiction and unity of subjectivity and symbiosis". On the other hand，the thinking of "symbiosis" can see both the mutual
exclusion and mutual benefit of the relationship. "Symbiotic security" can break the shackles of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dilemma ，and use the logical think⁃
ing of symbiotic development to improve security relations，change security order，and optimize security structure. Symbiotic security means that the goal
of security changes from "survival" to "development" and from "peace" to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supply of regulated public goods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and innovate the supply of products and supply systems in terms of norms and practices，advance with the times in construction，reform，and
creation，fill the gaps in supply and finally achieve a new situation in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Key Words：Symbiotic Security；Safe Public Goods；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Security Dilemma；Supply Logic

Japan's New Policy Adjustment Towards Chin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SHEN Hai-tao LIU Yu-li ·84·
Abstract：Facing the power system shift caused by a rising power，a country with limited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trength is likely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hedging" against rising powers or "potential hegemons" to offset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threats. According to a country's threat perception and
relative strength，the intensity of its "hedging strategy" is also different. After comprehensively applying the "hedging strategy" analysis framework and in⁃
troducing factors affecting "hedging" intensity，this article holds that Japan has implemented the "strong hedging strategy" towards China with evident con⁃
tainment and balanc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since 2015. Meanwhile，Japan seems to be making a strategic adjustment to its own advantag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ts rising awareness of threat perception，the increasing relative strength and 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trust with China.

Key Words：Balancing；Hedging；Japan；the South China Sea；Policy

How Ca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pla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K〕Keith Lamb WEI Xiao-sha（Translator）·101·

Abstract：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is set to have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post-WW2，US-led，economic system. One debate con⁃
cerning BRI is about its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Either BRI is envisaged as a strategy that seeks to overthrow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or an economic plan that supports it. However，this paper finds that neither side of the debate provides a satisfactory answer，as BRI is both a strategy
and an economic plan. Moreover，scholars thus far have analyzed BRI from its outward manifestations rather than from Chinese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BRI from the inside，this paper use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CC）which is the guiding the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rough looking at SCC's metatheory，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four historical tasks to be solved. These four historical tasks can be used a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intent and purpose of SCC's theoretical and strategic innovations，which BRI is part of. By comprehending the meaning of
BRI，this study offers an answer as to whether BRI is a threat to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or a support of it. Results show that BRI is premised on
solving dilemmas that have arisen due to following a market-led development strategy. BRI's intends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through further inte⁃
grating China into global markets. As such，BRI does not represent a systemic threat to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Instead，BRI aims to raise China up
within the hierarchical order of this system which will lead to changes to suit China's own needs. At the same tim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a ba⁃
sic state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RI has opened up new space fo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omoted the building of an open，

cooperative，innovative and Shared world economy，and provided the world with a new plan for common development，full of Oriental wisdom.
Key Words：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elt and Road Initiative；Four Historical Tasks

Northeast Asian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lt and Road"：Based on the Reconsideration of Hybrid Regionalism
ZHANG Chi ·111·

Abstract：Since the easing of the tens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2018，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en facing a favorable historical oppor⁃
tunity for its extension to Northeast Asia，and restarting a new round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adapt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However，in the case of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between major power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traditional regionalism ，Northeast Asian
cooperation should follow a path of "New Hybrid Regionalism". Different from Old Hybrid Regionalism，New Hybrid Regionalism，promoted by com⁃
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the rise of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model，emphasizes combinations of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re⁃
gionalism，openness and normative，as well as coherence and connectivity. Therefo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ybrid Regionalism，China should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regional institutions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ix-Party Talks and
the China-Japan-ROK FTA and build the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Corridor. These efforts will promote the extens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o
Northeast Asia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and kinetic energy into regional cooperation.

Key Words：Belt and Road；Northeast Asian Cooperation；Hybrid Regionalism；Institutional Balancing；Regul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sensus；Pur⁃
suing Consistency and Conn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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